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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生态系统理论和动机−意志整合模型, 采用问卷法以 930 名青少年(年龄 = 15.24 ± 1.66 岁)及其父母

为研究对象, 构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从家长与孩子双视角分析孩子体验到的亲子关系和父母教育卷入对青

少年抑郁、自伤和自杀意念的影响路径。结果显示：(1)相比低亲子关系−低教育卷入一致的个体, 高亲子关系−高

教育卷入的青少年有着更低水平的挫败感, 且相比于低亲子关系−高教育卷入的青少年, 有着高亲子关系−低教育

卷入的个体表现出更低水平的挫败感; (2)挫败感在亲子关系−教育卷入与青少年抑郁、自伤和自杀意念之间起部分

中介作用; (3)人生意义感调节该中介模型后半段, 即挫败感对青少年抑郁、自伤和自杀意念的影响, 具体表现为随

着人生意义感的增加, 挫败感对抑郁、自伤和自杀意念的影响逐渐减小。研究从家庭关系中家长与孩子双视角, 揭

示了挫败感和人生意义感的中介与调节作用, 为青少年抑郁、自伤和自杀意念的发生机制提供更多解释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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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号  B844, B825 

1  问题提出 

青少年心理问题因其高发性和高危险性一直

是各国政府、心理学、社会学和医学研究者所关心

的话题和研究热点, 其中青少年抑郁、自伤和自杀

意念不仅会对个体社会功能造成严重影响, 而且事

发后所导致的疾病负担和经济压力更是使得探究

其因素和发展机制变得刻不容缓(Becker & Correll, 

2020; Brown & Plener, 2017; Salk et al., 2017)。据

2020 中国心理健康蓝皮书报告, 2020 我国青少年抑

郁的检出率为 24.6%, 其中重症抑郁检出率为 7.4%, 

而且青少年抑郁还会增加成年期罹患相关精神疾

病风险(Weersing et al., 2017)。而有关自伤检出率的

研究结果显示, 青少年至少发生一种自伤行为的国

际间终生检出率为 17%~18% (Muehlenkamp et al., 

2012; Swannell et al., 2014), 而在我国青少年自伤

检出率为 14%~32% (Han et al., 2018; Li et al., 

2020)。不仅如此, 在 15~19 岁青少年群体中, 自杀

已 成 为 青 少 年 死 亡 的 第 二 大 原 因 (Breslin et al., 

2020; Thompson et al., 2018), 而自杀意念一方面作

为自杀企图和自杀行为的危险因素, 可以显著预测

自杀, 但另一方面也是自杀行为防控与干预的关键

时 期 , 因 而 受 到 研 究 者 的 重 点 关 注 (Zhu et al., 

2019)。此外, 以抑郁、自残和自杀为关键词在百度

指数上进行检索, 2021 年 8 月份抑郁、自残和自杀

偏好度指数(Target group index, TGI)各年龄分段依

次为<19 岁(154.0; 305.0; 245.6), 20~19 岁(121.7; 

73.1; 177.7); 30~39 岁(91.2; 93.5; 69.9); 40~49 岁

(69.0; 66.0; 52.3); > 50 岁(53.8; 26.7; 19.6), TGI 指

数显示低龄段群体搜索这些内容占比更大。与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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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新冠疫情大流行爆发不仅是全球公民生理上的

危机, 也对心理健康造成巨大影响, 各种心理障碍

和精神疾病检出率也显著增加(Choi et al., 2020; 

Gunnell et al., 2020)。且不论是横断面或是纵向研

究结果都一致发现抑郁、自伤和自杀意念之间存在

高相关和共病性 (Hawton et al., 2012; Rotenstein 

et al., 2016; Wang & Liu, 2019), 因此本研究拟同时

探究青少年抑郁、自伤和自杀意念的发展机制以丰

富相关理论和为有关实践提供指导。 

1.1  亲子关系与父母教育卷入对青少年抑郁、自

伤和自杀意念的影响 

生态系统理论(Bronfenbrenner, 1979)强调环境

在个体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与意义, 认为个体发展是

其与周围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 而生态环境是一个

包含 4 层的网状结构, 其中最内层微系统——家庭, 

是与个体最为相关且影响最大的环境。作为家庭生

态环境中重要组成部分的亲子关系, 过往研究表明

相比不健康、消极的亲子关系, 有着亲密、积极亲

子关系的个体其情感功能和适应能力有着显著提

高, 并且表现出较高的心理健康水平(Hazel et al., 

2014)。Hammen (2018)在其有关抑郁的危险因素自

传体综述中提出, 个体经历较多拒绝、排斥和冲突

的人际交往经历尤其是亲子关系, 会形成消极的认

知图式和自我评价 , 从而导致更高水平的抑郁风

险。而且, 有研究显示稳定、温暖的亲子关系可以

作为面临压力时的一种保护因素减少其消极影响

(Cummings & Schatz, 2012)。与此同时, 不论是抑

郁的进化理论(Price et al., 1994)还是自伤的功能理

论(Nock, 2010)均提出, 处于从属地位或社交失败

的个体可以通过下调情绪即抑郁或自伤行为, 来增

加他人关注与支持。在一项探究父母照顾不足和过

度控制与青少年自杀意念关系的元分析研究中 , 

Goschin 等人(2013)发现缺乏母亲照顾与母亲过度

保护和自杀显著相关, 而在父亲与子女关系中, 只

有缺乏照顾与自杀显著相关。因此, 本研究认为亲

子关系可以显著影响青少年抑郁、自伤和自杀意

念。然而, 亲子关系分为子女体验和父母感受的亲

子关系, 而以往研究往往选择子女自身体验到的亲

子关系(Sampasa-Kanyinga et al., 2018)。 

在我国社会背景下不论是古时候广为流传的

“孟母三迁”的故事, 或是现时代一个家庭为教育资

源投入大量心血, 父母常常说的一句话“你看我多

爱你 , 什么都是给你最好的”, 教育卷入成为父母

之 间 比 拼 的 重 要 内 容 。 父 母 教 育 卷 入 (Parents' 

educational involvement)指父母自身对孩子教育理

念与发展的期望, 在家庭和学校中, 为促使孩子取

得更好学业成就和心理发展所做出的多种教育参

与行为的总和。研究结果显示教育卷入可以通过提

高孩子心理素质从而降低其问题行为 (程刚  等 , 

2019), 此外低水平的教育卷入也与更低水平心理

健康和自杀意念与行为有关(Wang et al., 2019)。因

此, 父母教育卷入亦能显著影响青少年抑郁、自伤

和自杀意念。在一项探究父母教育卷入对儿童社会

创造力影响研究中, Diarra 等人(2017)发现教育卷

入水平较高的父母重视为孩子营造自主学习的良

好家庭教育氛围, 孩子可以在相对自由的环境中自

由探索, 具有更高的创造力和良好的学习习惯。不

仅如此, 2021 年 9 月 1 号我国“双减政策”正式落地, 

学生学习压力减少以及有偿支付的校外教育服务

“课外补习”也愈发规范, 孩子可支配时间增加, 亲

子沟通、亲子活动和亲子监督也越来越频繁与重要, 

父母教育卷入对青少年身心发展影响更大。然而, 

孩子体验到亲子关系与父母教育卷入对青少年抑

郁、自伤和自杀意念的综合影响并不清楚。综上, 本

研究总结孩子体验到亲子关系与父母教育卷入 4 种

情形：(1)一致情况(congruence): ①高亲子关系和高

教育卷入的“安全”状态和②低亲子关系和低教育

卷入的“高危”状态; (2)不一致情况(in-congruence): 

③高亲子关系和低教育卷入和④低亲子关系和高

教育卷入状态。在处理一致性研究问题时, 多项式

回 归 与 响 应 面 分 析 (Polynomial Regression and 

Response Surface Analysis)可以更加深入并详细展

示两个变量间的复杂关系, 但多项式回归与响应面

分析多见于组织行为与人力资源管理领域研究, 在

心理学领域是一个较为新兴的研究方法, 因此本研

究拟使用多项式回归与响应面分析探究孩子体验

到的亲子关系与父母教育卷入的综合影响, 并提出

假设 H1：亲子关系与父母教育卷入的综合影响可

以显著预测青少年抑郁、自伤和自杀意念。 

1.2  亲子关系−教育卷入匹配对挫败感的影响

及其中介效应 

动机−意志 整合模型 (Integrated motivational- 

volitional model, IMV)通过整合多种主流自杀理论

和大量实证研究提出, 自杀意念的产生是由前动机

阶段的诱发因素如消极环境、易感素质和生活事件

等, 使得个体进入动机阶段产生挫败感、羞耻感和

迷 失感 后 , 进 而导 致自杀 意念 的产生 (O’Connor, 

2011)。挫败感(defeat)最初是来源于抑郁的进化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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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volutionary theories of depression, Price et al., 

1994), 是指由于社会地位、等级和身份受到严重破

坏或丧失时引发的一种斗争失败和无力感(Gilbert & 

Allan, 1998), 作为一种严重影响个体身心健康发

展的因素 , 近年来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Carnevali 

et al., 2020; Shimamoto, 2018)。过往研究显示, 在

个体抑郁和自我伤害的发生期间, 挫败、自我批评

和绝望的感觉是最为强烈的(McEvoy et al., 2017; 

Price et al., 1994)。在一项探究挫败感和抑郁之间关

系的 12 个月纵向研究中, 结果显示挫折感可以显

著预测 T1 和 T2 之间抑郁和焦虑的变化(Griffiths 

et al., 2014)。此外, Kopetz 和 Orehek (2015)提出社

交受挫的个体 , 无法实现自身目标 , 因此选择吸

毒、暴饮暴食、自残等方式作为实现个体目标的手

段, 并且随着受挫的程度和频率增加, 引发的行为

后果更为严重。不仅如此, 在一项探究早期逆境与

社交挫败对大脑小胶质细胞发育水平的动物实验

中, 结果发现在母亲忽视模型中(幼崽与母猪每天

隔离 15 分钟), 成年期后小猪更容易出现社交挫败, 

从而出现更多的神经炎症。Zortea 等人(2019)使用

解释性现象学分析方法对 9 名企图自杀者半结构式

面对面访谈, 结果也显示不良的亲子依恋可以通过

挫败感、受困感和归属受挫等增加个体自杀想法与

行为, 而且受到尊重、关怀等可以提高个体复原力

因素的影响从而减低其消极影响。van Petegem 等

人(2020)在调查母亲−孩子对母亲过度保护养育方

式的评价对青少年内外化问题的研究中发现, 青少

年和母亲对过度保护养育方式的评分越高, 就越容

易出现适应不良和挫败感, 且青少年和母亲报告之

间的不一致与更多的外化问题以及挫折有关, 尤其

是当青少年比母亲报告的过度保护水平更高时。因

此, 本研究提出假设 H2：亲子关系与父母教育卷入

是通过挫败感来影响青少年抑郁、自伤和自杀意

念。此外, IMV 模型也明确指出自杀意念不是挫败

感的必然的结果, 两者之间关系会受到其他调节因

素的缓冲, 因此本研究拟同时探究该中介模型中的

调节效应。 

1.3  人生意义感的调节作用 

IMV 模型的理论基础来源于素质−应激模型

(diathesis-stress model) (O'Connor & Kirtley, 2018), 

该模型最初是由 Rosenthal (1963)提出并解释精神

分裂症的发病原因, 该模型认为相比“弹性”素质个

体, 携带“脆弱性”素质的个体遭受应激时, 其相关

心理障碍和疾病的风险会显著上升。人生意义感

(meaning in life)是指个体对其当下所拥有的生命意

念和价值的感知, 以及对未来生活意义和目标的追

寻(Steger et al., 2008), 作为一种重要心理资源, 人

生意义感与个体生活质量, 社会行为和身心健康水

平存在密切联系(Czekierda et al., 2017; Kim et al., 

2019), 且人生意义感也可以改善个体健康水平 , 

在面对逆境时, 个体可以通过追求生活的目标感来

减少消极影响, 进而降低心理障碍的发生风险(Du 

et al., 2017)。在一项对戒烟患者抑郁与焦虑的干预

研究中, 结果显示通过提高个体人生意义感可以减

低戒烟患者的抑郁与焦虑情绪, 也可以显著预测其社

会支持得分(Steger et al., 2009)。不仅如此, Marco 等

人(2015)在对 80 名诊断为边缘性人格障碍(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 BPD)患者自伤行为的一年随访

研究中发现, 低水平人生意义感患者在基线时出现

自伤、抑郁和绝望的频率更高, 并且在随访期间发

生自伤的频率高于高水平人生意义感的参与者。鉴

于此, 本研究提出假设 H3：人生意义感调节该中介

模型的后半段, 即挫败感对青少年抑郁、自伤和自

杀意念的影响。 

综上所述, 本研究将在前述研究的基础上探究

青少年抑郁、自伤和自杀意念的发展机制并提出一

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如图 1), 主要探究三个问题：

(1)以多项式回归与响应面分析探究孩子体验的亲

子关系与父母教育卷入对挫败感的影响; (2)挫败感

的中介作用; (3)人生意义感能否调节挫败感对青少

年抑郁、自伤和自杀意念的影响。 
 

 
 

图 1  理论假设模型 

 

2  方法 

2.1  研究对象和程序 

本研究数据来自国内一项大型流行调查的一

部分, 以湖南某所初中学生为被试, 由于初三学生

有着升学压力未参与调查, 按班级采取整群抽样的

方式, 所有项目均获得被试、家长和学校的知情同

意, 为获得学校更有力的帮助, 问卷收集前答应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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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学校各个班级总体和学生个人心理反馈, 以及后

续的干预合作。学生问卷由严格训练的心理学教师

和研究生担任主试 , 保证每个班级两名主试配合 , 

采用相同的指导语进行集体施测, 并且由各班班主

任在旁辅助调查 , 要求学生仔细阅读问题指导语 , 

并按要求作答 , 问卷收集后给与一定小礼品奖励 , 

共收集 1123 份学生样本。为了保证数据质量和时

间纵向变化的影响, 问卷收集后一周紧急整理和撰

写反馈, 考虑到纸质问卷发放的难度和学校的工作

量, 且有研究表明线上电子问卷与传统的纸质问卷

填写时没有很大差异(陈永泰, 何有世, 2008), 符合

测量不变性要求(于洪彦, 黄晓治, 2011), 多次强调

家长问卷的重要性后由班主任在班级微信群中使

用问卷星发布问卷, 共收集 1020 份家长数据。后经

匹配共获得学生家长匹配数据 930 份, 有效回收率

为 82.8%。由于样本来源于自我报告因此往往存在

缺失值, 通过统计分析得出孩子问卷：变量缺失 0, 

不完整个案 208 (22.37%), 值缺失 649 (1.04%), 缺

失率较小, 家长数据无缺失。本研究使用的缺失数据

插补方法为：EM 插补(Expectation Maximization 

Imputation)。EM 假设数据缺失类型为随机缺失, 并

使用当前数据信息和指定模型对缺失数据进行“最

佳猜测” (Bennett, 2001), 适用于连续变量。学生平

均年龄 15.24 岁(SD = 1.66), 其中男生 501 (53.9%)

名, 女生 429 (46.1%)名; 独生子女 491 (52.8%)名, 

非独生子女 439 (47.2%)名; 父母的婚姻状况情况：

初婚 777 (83.5%)名, 离异 47 (5.1%)名, 再婚 31 

(3.3%)名, 其他类型 75 (8.1%)名; 家庭经济水平情

况：很好 128 (13.7%)名, 较好 530 (57.0%)名, 一般

234 (25.2%)名, 不太好 16 (1.7%)名, 非常不好 22 

(2.4%)名。 

2.2  分析方法 

在有关(不)一致研究方法, 常规的差异分数法

与 剖 面 相 似 指 数 会 错 误 的 提 高 假 设 的 阳 性 结 果

(Humberg et al., 2019), 本文采取能够提供更加精

确结果的多项式回归与响应面分析方法, 克服了这

一限制, 而且呈现出三维图谱可以描绘两个变量不

同 匹 配 关 系 对 因 变 量 的 效 应 , 使 得 结 论 更 直 观

(Shanock et al., 2010)。根据 Edwards 和 Parry (1993)

提出的模型公式, 本文建构的模型公式为： 

Z(挫败感) = b0 + b1(PR) + b2 (EI) + b3 (PR)2 +  

      b4 (PR) × (EI) + b5 (EI)2 + e 

其中 PR 表示孩子体验到的亲子关系、EI 表示

父母的教育卷入行为、(PR)×(EI)为二者交叉项、加

上二者的平方项; b0 代表了截距、b1 为 PR 的系数、

b2 为 EI 的系数、b3 为 PR2 的系数、b4 为交叉项的

系数、b5 为 EI2 的系数、e 为误差项。本文首先对

测量指标 PR 与 EI 进行尺度中心化处理, 再将各项

进行回归, 并通过绘制三维图形将结果呈现。在三

维图形中, 我们主要通过计算“PR = EI”匹配曲线

的斜率 a1 = b1 + b2 和曲率 a2 = b3 + b4 + b5 的值

以及“PR = −EI”的不匹配曲线的斜率 a3 = b1 − b2

和曲率 a4 = b3 − b4+ b5 的值及其显著性来判断对

结果变量的影响。 

其次有关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使用上述多

项式回归系数构建亲子关系与父母教育卷入一致

的区集变量——块变量(block variable, Edwards & 

Cable, 2009), 进而以块变量为自变量进行有调节

的中介效应检验。参照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提出

检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方法, 考察块变量(亲子关

系和父母教育卷入)对青少年抑郁、自伤和自杀意

念的影响, 挫败感的中介效应以及人生意义感对该

中介作用的调节效应, 并构建 3 个方程。方程 1 估

计自变量块变量对因变量青少年抑郁、自伤和自杀

意念的预测; 方程 2 估计块变量对中介变量挫败感

的预测; 方程 3 估计调节变量人生意义感对挫败感

与青少年抑郁、自伤和自杀意念之间关系的调节效

应, 以及块变量对青少年抑郁、自伤和自杀意念残

余效应检验, 标准化处理所有连续变量。 

2.2  研究工具 

2.2.1  抑郁 

采用 Andresen 等人(1994)编制简版流调中心抑

郁量表(Short Form of the Center for Epidemiological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 SF-CES-D), 在中国青少

年中有着较好的信效度(Yang et al., 2018), 为单维

量表, 有 10 个条目(如, 我没有工作/学习的动力), 

采用 4 级(0~3)评分, 从 0 为“没有或很少有”到 3 为

“绝大多数或全部”, 得分越高表明抑郁症状越严重, 

该量表的总分在 0~30 分之间。研究证明 Guttman’s 

lambda 系数有着比 Cronbach’s α更好的信度估计下

限(Sijtsma, 2009), 本研究中简版流调中心抑郁量

表的 Guttman’s lambda 系数为 0.78, 大于 0.7 信度

较好(Bland & Altman, 1997)。量表结构效度良好, 验

证性因素分析的拟合指数：χ2 = 338.90, df = 35, CFI = 

0.86, TLI = 0.82, RMSEA = 0.09, SRMR = 0.06。 

2.2.2  自伤 

采用简版自我伤害问卷(Deliberate Self-Harm 

Inventory, DSHI; Gratz, 2001)测量青少年的自我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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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行为 , 在中国青少年中有着较好的信效度 (Lan 

et al., 2019), 为单维量表, 有 9 个条目(如, 用锐利

的东西戳进皮肤), 采用 6 级(0~5)评分, 从 0 为“没

有”到 5 为“5 次及以上”, 得分越高表明青少年自伤

行为越严重, 该量表的总分在 0~45 分之间。本研

究中简版自我伤害问卷的 Guttman’s lambda 系数为

0.85。量表结构效度良好, 验证性因素分析的拟合

指数：χ2 = 288.45, df = 27, CFI = 0.92, TLI = 0.90, 

RMSEA = 0.10, SRMR = 0.04。 

2.2.3  自杀意念 

使用自杀意念亚量表 (The 4-item Depressive 

Symptom Index − Suicidality Subscale; Joiner et al., 

2002)来测量过去两周的青少年自杀意念的频率与

强度, 包含 4 个题目(如, 我有想要自杀的倾向), 采

用 4 级(0~3)评分, 从 0 为“没有”到 3 为“总是”, 得

分越高表示个体自杀意念越严重。本研究中自杀意

念亚量表 Guttman’s lambda 系数为 0.87, 验证性因

素分析的拟合指数：χ2 = 17.38, df = 2, CFI = 0.99, 

TLI = 0.98, RMSEA = 0.09, SRMR = 0.01, 量表有

着较好的结构效度。 

2.2.4  孩子体验到亲子关系 

使用 Buchanan 等人(1991)编制亲子亲密度量

表(Parent-child Intimacy Questionnaire), 分别对父

子和母子的关系进行评述, 各 9 个条目(如, 你感觉

和父/母亲很亲密), 采用 5 点评分, 从 1 为“完全不

符合”到 5 为“完全符合”。量表得分越高表示青少

年与父亲(或母亲)的关系越紧密。本研究中父子关

系部分的 Guttman’s lambda 系数为 0.84, 母子关系

部分 Guttman’s lambda 系数为 0.85。量表结构效度

良好, 父子部分验证性因素分析的拟合指数：χ2 = 

170.67, df = 27, CFI = 0.96, TLI = 0.94, RMSEA = 

0.08, SRMR = 0.04; 母子部分验证性因素分析的拟

合指数：χ2 = 187.62, df = 27, CFI = 0.94, TLI = 0.93, 

RMSEA = 0.08, SRMR = 0.05, 以往研究多以二者均

值作为亲子关系得分(Bi et al., 2021), 并且配对样本 t

检验得分显示未发现显著差异(M ± SD 父子 = 30.27 ± 

8.40, M ± SD 母子 = 30.28 ± 8.39), t = 0.01, p = 0.99。 

2.2.5  父母教育卷入 

采用吴艺方等人(2013)编制的《小学生父母教

育卷入行为量表》, 用以测量父母对孩子教育卷入

程度, 量表有 5 个维度共 29 个条目(如, 我会帮助

孩子解决学习上遇到的困难), 采用 4 点评分, 从 1

为“从不”到 4 为“经常”。虽然问卷开发时被试对象

为小学生父母教育卷入, 但本研究被试为初一初二

学生年级跨度较小, 且在实验开始之前由 10 位心

理学从业者和初中教师对条目一一进行评判能较

为满足实际情况。本研究中父母教育卷入行为量表

Guttman’s lambda 系数为 0.87, 量表结构效度较好, 

验证性因素分析的拟合指数：χ2 = 2911.41, df = 368, 

CFI = 0.86, TLI = 0.85, RMSEA = 0.07, SRMR = 

0.22。由于本研究在测量时仅要求一名家长进行回

答, 为防止存在父母之间差异进行配对样本 t 检验, 

父亲教育卷入得分为 3.02 ± 0.45, 母亲教育卷入得

分为 3.05 ± 0.43, t = −1.20, p = 0.23, 父母之间教育

卷入得分不存在显著差异。 

2.2.6  挫败感 

采用唐华等人(2019)修订的 Gilbert 和 Allan 

(1998)的挫折感量表(The Defeat Scale), 量表共包

含 16 个条目(如, 我觉得自己一事无成), 采用 5 级

计分, 1 代表“完全不符合”, 5 代表“完全符合”, 用

以评估个体在过去 7 天里对排名下降和斗争失败的

看法。本研究中挫折感量表的 Guttman’s lambda 系

数 为 0.87, 验 证 性 因 素 分 析 的 拟 合 指 数 ： χ2 = 

1486.37, df = 104, CFI = 0.86, TLI = 0.84, RMSEA = 

0.12, SRMR = 0.07, 量表结构效度良好。 

2.2.7  人生意义感 

使用王孟成和戴晓阳(2008)修订 Steger 等人

(2006)编制的中文人生意义问卷(Chinese Meaning 

in Life Questionnaire, C-MLQ), 量表分为两个维度

包含 10 道题(如, 我很了解自己的人生意义), 采用

7 级计分, 1 代表“完全不同意”, 7 代表“完全同意”, 

用以评估个体有关人生意义感的看法, 本研究中文

人生意义问卷的 Guttman’s lambda 系数为 0.77, 量

表结构效度良好, 验证性因素分析的拟合指数：χ2 = 

273.25, df = 34, CFI = 0.94, TLI = 0.92, RMSEA = 

0.09, SRMR = 0.07。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由于学生数据均来自于被试的自我报告, 存在

无法规避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首先, 使用 Harman

单因子法对 6 个问卷全部题项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 

采用未旋转的主成分分析法, 分析结果显示：共有

12 个因子的特征根大于 1, 第一个因子的方差解释

率为 24.89% (低于临界指标 40%)。其次, 打包各

个量表 3 个因子载荷最大的条目作为对应潜变量指

标(吴艳, 温忠麟, 2011), 使用 AMOS 设定单因子模

型的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模型拟合很差：χ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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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描述统计量及相关分析结果 

变量 1 2 3 4 5 6 7 

抑郁 1       

自伤 0.44** 1      

自杀意念 0.53** 0.61** 1     

亲子关系 −0.42** −0.28** −0.36** 1    

教育卷入 −0.04 −0.08* −0.12** 0.09** 1   

挫败感 0.64** 0.36** 0.45** −0.36** −0.09** 1  

人生意义感 −0.22** −0.13** −0.12** 0.33** 0.09** −0.16** 1 

M ± SD 18.63 ± 6.05 3.58 ± 7.24 2.69 ± 3.39 30.27 ± 8.40 3.04 ± 0.44 33.55 ± 11.12 47.64 ± 11.91

注：1 抑郁; 2 为自伤; 3 为自杀意念; 4 为亲子关系关系; 5 为教育卷入; 6 为挫败感; 7 为人生意义感。 

 *p < 0.05, **p < 0.01, ***p < 0.001, 下同。 

 
4235.77, df = 189, CFI = 0.50, TLI = 0.45, RMSEA = 

0.15, SRMR = 0.14。最后, 使用潜在误差变量可控

制法, 在引入共同方法偏差之前, 7 因子模型拟合

结果较好：χ2 = 370.95, df = 168, CFI = 0.98, TLI = 

0.97, RMSEA = 0.04, SRMR = 0.04, 引入共同方法

偏差后：χ2 = 225.07, df = 147, CFI = 0.98, TLI = 0.98, 

RMSEA = 0.02, SRMR = 0.02, 前后差异不大, 因

此结果表明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3.2  各变量之间的描述统计以及相关分析 

表 1 列出各研究变量平均数、标准差以及相关

矩阵, 结果显示仅有青少年抑郁与父母教育卷入之

间不存在显著相关, 其余变量两两之间存在显著相

关。此外, 本研究中青少年至少发生一种自伤行为

的检出率为 34.1%。 

3.3  亲子关系−教育卷入匹配对青少年挫败感的

影响 

研究采用响应面分析检验亲子关系(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PR)−教育卷入(Education involvement, 

EI)匹配对青少年挫败感的影响 , 在分析之前 , 应

先对样本应答比例进行分析, 以判断是否适合多项

式回归与响应面分析。结果显示 , 在统一尺度后 , 

亲子关系与教育卷入一致的样本比例为 31.83% 

(296 名), 亲子关系大于父母教育卷入的样本比例

为 34.62% (322 名), 亲子关系小于父母教育卷入的

样本比例为 33.55% (312 名), 满足分析要求(各类

别大于 10%)。多项式回归与响应面分析结果显示：

沿一致线(PR = EI), 横截面的斜率(slope, S)显著

(S = −4.37, p < 0.001, 95% CI= [−5.57, −3.32]), 说

明相比于低亲子关系−低教育卷入一致的个体, 高

亲子关系−高教育卷入的青少年有着更低水平的挫

败感; 沿不一致线(PR = −EI), 横截面的斜率显著

(S = −3.40, p < 0.001, 95% CI = [−4.53, −2.21]), 说

明相比于低亲子关系−高教育卷入的青少年, 有着

高亲子关系−低教育卷入的个体表现出更低水平的

挫败感。此外, 响应面一致线曲率和不一致线曲率

均不显著, 表明亲子关系−教育卷入与青少年挫败

感之间为线性关系。 

为进一步探究孩子体验到的亲子关系与父母

教育卷入程度对青少年挫败感的影响, 以亲子关系

为 X 轴, 父母教育卷入为 Y 轴, 青少年挫败感为 Z

轴, 拟合得出亲子关系−教育卷入与青少年挫败感

的三维响应图 2, 此外采用选点法, 沿一致线和非

一致线正负 1 个标准差选择的 4 个点：Z1 (1.22, 1.22, 

27.19), Z2 (−0.95, −0.95, 36.81), Z3 (1.22, −0.95, 

28.13), Z4 (−0.95, 1.22, 35.70)。计算 z-hat 值, 一致

线 Z1 和 Z2 的差为−9.62, 95% CI 为[−11.94, −7.15], 

不一致线 Z3 和 Z4 的差为−7.57, 95% CI 为[−10.44, 

−4.98], 结果也支持上述结论。 
 

 
 

图 2  亲子关系−父母教育卷入一致 

对青少年挫败感的影响 
 

3.4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 , 考察块变量(亲子关系

和父母教育卷入)对青少年抑郁、自伤和自杀意念

的影响, 挫败感的中介效应以及人生意义感对该中

Act
a 

Psy
ch

ol
og

ic
a 

Sin
ic

a 



第 1 期 胡义秋 等: 亲子关系和父母教育卷入对青少年抑郁、自伤和自杀意念的影响 135 

 

介作用的调节效应, 由于多项式回归与响应面分析

将性别、是否独生、父母婚姻状况和家庭经济水平

纳入分析, 此外许多研究发现这些因素对抑郁、自

伤和自杀存在影响(Rice et al., 2002), 本研究将其

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方程。将所有变量做标准化处理, 

所有运算均通过 Hayes 编制的 SPSS 26.0 宏程序

PROCESS 3.3 完成。 

结果见表 2~表 4 所示, 方程 1 显示：性别和块

变量可以显著预测青少年抑郁、自伤和自杀意念

(β 抑郁 = 0.13, p = 0.01; β 抑郁 = 0.63, p < 0.001; β 自伤 = 

0.22, p < 0.001; β 自伤 = 0.36, p < 0.001; β 自杀 = 0.21, 

p < 0.001; β 自杀 = 0.44, p < 0.001), 此外父母婚姻状

况也可以正向预测青少年自伤(β 自 伤  = 0.07, p = 

0.004); 方程 2 结果发现, 家庭经济状况和块变量

对挫败感有显著影响(β = 0.16, p < 0.001; β = 0.35, 

p < 0.001); 方程 3 显示, 性别、块变量和挫败感可

以显著预测青少年抑郁、自伤和自杀意念(β 抑郁 = 

0.18, p < 0.001; β 抑郁 = 0.22, p < 0.001; β 抑郁 = 0.52, 

p < 0.001; β 自伤 = 0.26, p < 0.001; β 自伤 = 0.14, p < 

0.001; β 自伤 = 0.27, p < 0.001;β 自杀 = 0.25, p < 0.001; 

β 自杀 = 0.21, p < 0.001; β 自杀 = 0.34, p < 0.001), 父

母婚姻状况对青少年自伤行为有显著影响(β 自伤 = 

0.07, p = 0.04), 此外, 挫败感和人生意义感的交互

项对青少年抑郁和自伤有着显著影响, 且对青少年

自杀意念边缘显著(β 抑郁 = −0.06, p < 0.001; β 自伤 = 

−0.09, p < 0.001; β 自杀 = −0.05, p = 0.05)。这表明, 

块变量(亲子关系和父母教育卷入)、挫败感、青少

年抑郁、自伤、自杀和人生意义感分别构成一个有

调节的中介模型, 挫败感起部分中介作用, 人生意

义感调节中介路径后半段 , 即挫败感对青少年抑

郁、自伤和自杀的影响。此外, 表 5 列出了人生意

义感在均值和正负 1 个标准差水平的中介效应值,  
 

表 2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因变量 Y1: 抑郁) 

变量 
方程 1 (因变量: Y1) 方程 2 (因变量: M) 方程 3 (因变量: Y1) 

β t p 95% CI β t p 95% CI β t p 95% CI 

1 0.13 2.55 0.01 [0.04, 0.24] 0.10 1.63 0.10 [−0.02, 0.23] 0.18 3.56 <0.001 [0.08, 0.28]

2 0.08 1.59 0.11 [−0.03, 0.19] −0.06 −0.93 0.35 [−0.18, 0.06] 0.03 0.55 0.58 [−0.07, 0.13]

3 0.03 1.05 0.29 [−0.03, 0.09] 0.05 1.35 0.18 [−0.02, 0.12] 0.03 1.05 0.29 [−0.03, 0.09]

4 0.01 0.41 0.69 [−0.07, 0.10] 0.16 4.00 <0.001 [0.08, 0.24] 0.01 0.23 0.82 [−0.06, 0.07]

X 0.63 23.6 <0.001 [0.55, 0.70] 0.35 11.20 <0.001 [0.29, 0.42] 0.22 7.68 <0.001 [0.16, 0.27]

M         0.52 18.61 <0.001 [0.47, 0.58]

W         −0.05 −1.89 0.06 [−0.10, 0.01]

MW         −0.06 −2.57 0.01 [−0.10, −0.01]

R2 0.41 0.15 0.46 

F 118.76*** 30.70*** 90.94*** 

注：1 是性别 1 为“男”, 2 为“女”; 2 是是否独生子女 1 为“是”, 2 为“否”; 3 是父母婚姻状况 1 为“初婚”, 2 为“离异”, 3 为“再婚”, 4 为“其

他”; 4 是家庭经济水平 1 为“很好”, 2 为“较好”, 3 为“一般”, 4 为“不太好”, 5 为“很差”; X 为自变量亲子关系与教育卷入的块变量; M

为中介变量挫败感; 因变量为青少年抑郁(Y1)、自伤(Y2)和自杀意念(Y3), 下同。 

 
表 3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因变量 Y2: 自伤) 

变量 
方程 1 (因变量: Y2) 方程 2 (因变量: M) 方程 3 (因变量: Y2) 

β t p 95% CI β t p 95% CI β t p 95% CI 

1 0.22 3.62 <0.001 [0.11, 0.35] 0.10 1.63 0.10 [−0.02, 0.23] 0.26 4.24 <0.001 [0.14, 0.38]

2 0.07 1.17 0.24 [−0.05, 0.19] −0.06 −0.93 0.35 [−0.18, 0.06] 0.03 0.53 0.59 [−0.09, 0.15]

3 0.07 2.05 0.04 [−0.01, 0.16] 0.05 1.35 0.18 [−0.02, 0.12] 0.07 2.04 0.04 [0.01, 0.14]

4 0.02 0.40 0.69 [−0.09, 0.15] 0.16 4.00 <0.001 [0.08, 0.24] 0.02 0.40 0.69 [−0.06, 0.09]

X 0.36 11.5 <0.001 [0.27, 0.45] 0.35 11.20 <0.001 [0.29, 0.42] 0.14 4.05 <0.001 [0.07, 0.20]

M         0.27 8.05 <0.001 [0.21, 0.34]

W         −0.06 −1.81 0.07 [−0.12, 0.01]

MW         −0.09 −3.46 <0.001 [−0.14, −0.04]

R2 0.16 0.15 0.19 

F 32.24*** 30.70*** 2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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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因变量 Y3: 自杀意念) 

变量 
方程 1 (因变量: Y3) 方程 2 (因变量: M) 方程 3 (因变量: Y3) 

β t p 95% CI β t p 95% CI β t p 95% CI 

1 0.21 3.51 <0.001 [0.10, 0.33] 0.10 1.63 0.10 [−0.02, 0.23] 0.25 4.23 <0.001 [0.13, 0.37]

2 0.07 1.27 0.20 [−0.04, 0.18] −0.06 −0.93 0.35 [−0.18, 0.06] 0.03 0.44 0.66 [−0.09, 0.14]

3 0.03 0.94 0.35 [−0.04, 0.10] 0.05 1.35 0.18 [−0.02, 0.12] 0.03 0.95 0.34 [−0.03, 0.10]

4 0.01 0.02 0.99 [−0.10, 0.10] 0.16 4.00 <0.001 [0.08, 0.24] 0.00 −0.09 0.92 [−0.08, 0.07]

X 0.44 14.3 <0.001 [0.36, 0.52] 0.35 11.20 <0.001 [0.29, 0.42] 0.21 6.54 <0.001 [0.15, 0.28]

M         0.34 10.43 <0.001 [0.28, 0.41]

W         −0.01 −0.37 0.71 [−0.07, 0.05]

MW         −0.05 −1.93 0.05 [−0.10, 0.001]

R2 0.21 0.15 0.25 

F 46.12*** 30.70*** 36.65*** 

 
表 5  人生意义感不同水平的挫败感的中介效应 

因变量 水平 中介效应值 Bootstrap SE 95% CI 直接效应 Bootstrap SE 95% CI 中介效应占比

抑郁 

−1 水平 0.21 0.03 [0.16, 0.26] 

0.22 0.03 [0.16, 0.27] 

49% 

均值 0.19 0.02 [0.14, 0.24] 46% 

1 水平 0.17 0.03 [0.12, 0.23] 44% 

自伤 

−1 水平 0.13 0.03 [0.08, 0.18] 

0.14 0.03 [0.07, 0.20] 

48% 

均值 0.10 0.02 [0.06, 0.14] 42% 

1 水平 0.06 0.02 [0.02, 0.12] 30% 

自杀意念 

−1 水平 0.14 0.02 [0.10, 0.19] 

0.21 0.03 [0.15, 0.28] 

40% 

均值 0.12 0.02 [0.08, 0.17] 36% 

1 水平 0.10 0.03 [0.06, 0.16] 32% 

 
结果显示在各个回归模型中, 随着人生意义感的增

加, 中介效应占比逐渐减少。 

为更好的理解调节效应, 使用简单斜率检验考

察人生意义感在挫败感对青少年抑郁、自伤和自杀

意念影响中的作用(图 3)。采用 Hayes 和 Matthes 

(2009)的建议 Johnson-Neyman 的调节效应图可以

更好的解释调节效应在自变量对因变量之间的影

响, Johnson-Neyman 图结果显示随着人生意义感的

增加, 挫败感对青少年抑郁、自伤和自杀意念的斜

率逐渐减小, 并且当人生意义感在正 1.65 个标准差

和 3.15 个标准差时, 挫败感对青少年自伤和自杀意

念的预测不显著, 研究证实人生意义感是青少年抑

郁、自伤和自杀意念的保护因素, 高水平的人生意

义感可以缓冲挫败感对其的影响。 
 

 
 

图 3  人生意义感在挫败感对青少年抑郁(左上)、自伤(右上)和自杀意念(下)影响的调节作用简单斜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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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 

青春期是个体发展的关键时期, 但生理成熟与

心理发展之间的差距使得处于该时期的青少年更

容易产生抑郁、焦虑等情绪(Salk et al., 2017), 其自

伤 和 自 杀 意 念 等 相 关 心 理 危 机 的 风 险 也 更 高

(Brown & Plener, 2017; Swannell et al., 2014), 由于

抑郁与自杀意念量表未有标准化常模无法进行探

讨, 但本研究中青少年至少有过一次自伤行为的检

出率为 34.1%, 略高于以往研究(Han et al., 2018; Li 

et al., 2020)。此外, 本研究基于生态系统理论和动

机−意志整合模型, 创新性的使用多项式回归与响

应面分析考察亲子关系与父母教育卷入对青少年

抑郁、自伤和自杀意念的影响, 以及挫败感与人生

意义感在其间的中介与调节作用, 为抑郁、自伤和

自杀意念的相关发展理论补充了证据, 也对相关心

理危机行为干预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4.1  挫败感的中介作用 

家庭系统理论(Bowen, 1998)认为家庭是由具

有亲属关系的家庭成员组成的系统, 处于该系统的

每个成员之间相互影响, 稳定、和谐、健康的家庭

系统对孩子健康成长具有重要影响。而作为家庭系

统中的重要一环亲子系统, 过往研究显示亲密和谐

的亲子关系可以提高孩子主观幸福感 (Jia et al., 

2018), 增加亲社会行为(Kärtner et al., 2010), 并且

使得同伴关系和师生关系更为和谐 (陈欣银  等 , 

1995), 从而降低个体心理问题和障碍发生风险。反

之, 消极、不安全的亲子关系则会导致孩子问题行

为和消极情绪体验增加(Jouriles et al., 2014), 甚至

更为严重的心理障碍与疾病(Goschin et al., 2013)。

本研究纳入亲子系统中重要的内容(孩子体验到亲

子关系与父母教育卷入)探究其对青少年抑郁、自

伤和自杀意念的影响, 结果显示亲子关系−教育卷

入的块变量不仅可以直接预测青少年抑郁、自伤和

自杀意念, 也发现了挫败感在其间的中介作用。在

一项以 730 名成年人为被试探究过去养育和当前依

恋取向的看法对自杀意念的影响的研究, Zortea 等

人(2019)也发现挫败感在消极教育方式与自杀意念

中起中介作用, 心理韧性缓冲这一中介影响。 

然而, 以往研究大多采用父母或孩子单视角去

探究亲子关系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 又或者测

量父母与孩子感受的亲子关系得分, 却以简单的总

分或按某一比例加权求和忽视了父母与孩子身份

差异与地位的不对等。在一项父母−青少年对家庭 

氛围看法匹配影响青少年抑郁症状和压力的研究

中, 结果显示当父母−青少年一致认为家庭混乱时, 

青少年症状与压力得分最高; 而当不一致情况即青

少年感知家庭混乱高−父母感知低时, 青少年抑郁

症状和压力得分最高(Human et al., 2016)。本研究

创新性的使用多项式回归与响应面分析探究亲子

关系−教育卷入匹配的效应, 结果显示相比于低亲

子关系−低教育卷入一致的个体 , 高亲子关系−高

教育卷入的青少年有着更低水平的挫败感; 且相比

于低亲子关系−高教育卷入的青少年, 有着高亲子

关系−低教育卷入的个体表现出更低水平的挫败感, 

这表明要预防或解决青少年所出现的心理问题, 促

进其身心健康发展, 相比投入更多的教育资源投入, 

父母应更加注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 让孩子体验到

安全温暖的环境更为重要。众多现实情况也支持这

一结论, 当优秀的孩子出现心理问题甚至产生严重

心理危机事件后, 父母往往事后才感叹不求孩子成

绩多好多优秀 , 只要能健康成长就好。不仅如此 , 

挫败感的中介效应也提示, 外界压力与应激事件可

能是通过引起个体挫败感体验, 从而导致相关心理

问 题 与 障 碍 , 这 与 以 往 研 究 结 果 一 致 (Griffiths 

et al., 2014; Taylor et al., 2011)。 

4.2  人生意义感的调节作用 

素质−压力模型与动机−意志整合模型均认为, 

抑郁、焦虑、自伤和自杀等心理问题与障碍的产生

是外界压力与内在“易感性”素质共同作用的结果。

人生意义感作为一种个体对人生意义和目的的知

觉与感受程度(Crumbaugh, 1968), 对个体的身心健

康发展具有重要影响(Czekierda et al., 2017)。在一

项探究人生意义感与抑郁、焦虑、成瘾、绝望和自

杀等相关精神疾病的元分析中, Glaw 等人(2017)发

现帮助患者寻找人生意义和信念, 有助于减少其相

关症状, 并增加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此外, 在有

关青少年自杀心理解剖与新闻报道中, “活得没有

意思”成为一个经常出现的原因, 在对湖南某所中

学 班 级 有 关 “ 你 认 为 一 个 人 在 什 么 情 况 下 会 自

杀？”主题讨论中, 整理相关答案后, “觉得自己活

在这个世界可有可无”的排名第一, 且在 14 个原因

中有 6 个均与人生意义感相关。因此, 本研究亦引

入人生意义感, 探究其对该中介模型的影响, 结果

显示, 人生意义感调节该中介模型后半段, 即挫败

感对青少年抑郁、自伤和自杀意念的影响, 具体表

现为随着人生意义感的增加 , 挫败感对青少年抑

郁、自伤和自杀意念的影响逐渐减小, 且当人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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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感在正 1.65 个标准差和 3.15 个标准差时, 挫败感

对青少年自伤和自杀意念的预测不显著, 此外, 表

5 的结果也显示随着人生意义感的增加, 挫败感的

中介效应占比也逐渐减少, 上述结果均表明人生意

义感可以缓冲压力的消极影响。 

4.3  研究的意义与不足 

最后需要指出是, 本研究使用多项式回归与响

应面分析探究孩子体验到的亲子关系与父母教育

卷入的综合影响, 同时发现挫败感与人生意义感的

中介和调节作用, 丰富了青少年抑郁、自伤和自杀

意念发展理论, 也为相关干预提供一定的启示。然

而, 本研究采用的是横断面研究方法, 在一定程度

上不能很好的反映其间的因果关系, 且本研究被试

为一所学校的初二初三学生, 在样本代表性方面存

在不足, 我们计划在之后的研究中采用更大的样本

量使用多时间点的追踪数据对青少年心理健康发

展进行探究。其次, 本研究虽然发现了挫败感的中

介效应, 但 O'Connor 和 Kirtley (2018)明确提出迷

失感(entrapment)是挫败感与自杀意念的桥梁 , 迷

失感最初来源于 Williams (2001)的痛哭自杀理论

(Cry of pain theory of suicide)中的“被捕逃亡(arrested 

flight)”的概念, 其最初是用以解释抑郁患者所表现

的日常行为, 描述一个人被打倒了(挫折), 而且没

有逃脱的希望(迷失)的感觉。这些概念很好地描述

了在经历自杀痛苦的个体中所经常观察的“隧道视

野” (tunnel vision)现象, 即自杀成为唯一的逃避路

径, 而且获得国外大量研究的证实, 却在我国研究

较少。最后, 本研究虽然验证了素质−压力模型, 但

大量研究发现个体心理问题和障碍是由易感性基

因和外界环境作用的结果(Park et al., 2019; 田相娟, 

2020), 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采用基因与遗传的研

究范式探究青少年心理问题与障碍的发展机制。 

5  结论 

综上所述, 本研究发现：(1)相比低亲子关系−

低教育卷入一致的个体, 高亲子关系−高教育卷入

的青少年有着更低水平的挫败感; 且相比于低亲子

关系−高教育卷入的青少年, 有着高亲子关系−低教

育卷入的个体表现出更低水平的挫败感; (2)挫败感

在亲子关系−教育卷入与青少年抑郁、自伤和自杀

意念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3)人生意义感调节该中

介模型后半段, 即挫败感对青少年抑郁、自伤和自

杀意念的影响, 具体表现为随着人生意义感的增加, 

挫败感对抑郁、自伤和自杀意念的影响逐渐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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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ecause of their high incidence as well as high risk, adolescent psychological problems have been a 
constant pressing topic of governmental, psychological, sociological, and medical interest for research. 
Adolescent depression, self-injury, and suicidal ideation not only have serious impacts on an individual social 
functioning, the burden of disease and economic pressures caused by self-harming incidents also make it vital to 
explore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se behaviors and their developmental mechanisms. Ecosystem theory 
emphasizes the role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environment in the process of individual development, believing that 
individual development is the result of one’s interactions with the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As the innermost 
structure in the ecosystem, family is the environment that is most relevant for individuals, having the greatest 
influence. In this study, two important components of the parent-child subsystem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child) 
and educational involvement (parent) were introduced to explore their combined effects on adolescent 
depression, self-injury, and suicidal ideation from a binary perspective. The roles of frustration and sense of 
meaning in life were also investigated from an integrated motivational-volitional model perspective. 

The current study built 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exploring the combined effects of the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on adolescent depression, self-injury, and suicidal ideation. A total of 930 middle school students 
(501 boys, 429 girls; average age = 15.24 ± 1.66 years) and their parents participated in this investigation. After 
given their informed consent, both parents and students completed the Short Form of Center for Epidemiological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 the Deliberate Self-Harm Inventory, the Four-item Depressive Symptom Index − 
Suicidality Subscale, the Parent-Child Intimacy Questionnaire, Parental Involvement in Primary School 
Children Education, the Defeat Scale, and the Chinese Meaning in Life Questionnaire. SPSS 26.0, AMOS 23.0, 
and Mplus 7.0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data.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1) Compared to individuals with a low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and low 
educational involvement, adolescents with a high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and high educational involvement 
had lower levels of defeat. Compared to adolescents with a low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and high educational 
involvement, individuals with a high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and low educational involvement showed lower 
levels of defeat; (2) Defeat partially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and 
educational involvement and adolescent depression, self-injury, and suicidal ideation; (3) The second half of the 
mediation model was moderated by meaning in life, that is, with the increase of meaning in life, the effect of 
defeat on depression, self-injury, and suicidal ideation gradually decreased. 

Based on ecosystem theory and integrated motivational-volitional model, and using innovative polynomial 
regression and response surface analysis, the current study investigated the influence of the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and parents' educational involvement on adolescent depression, self-injury, and suicidal ideation, as 
well as the mediating and moderating effects of defeat and meaning in life. The results providing additional 
evidence for the relevant developmental theories of depression, self-injury, and suicidal ideation. This study also 
offers more insight into potential psychological crisis behavioral interventions. 

Keywords  adolescent mental health,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defeat, meaning in life, response surfac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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